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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的７轮全国性综合调查数据，在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和
测量偏误的基础上，分出生年份群组考察了中国社会代际流动趋势与结构。研究发现：从相对流动
性看，父代社会经济地位都会显著影响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但这一影响的大致趋势是下降的；
从绝对流动性看，中国社会的代际总流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对代际总流动的进一步分解
表明，交换流动在总流动中占主导地位。农村和城镇的代际流动性存在异质性，但在大部分的时间
里，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代际流动的发生均主要由交换流动主导。此外，绝对流动趋势和结构在
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差异。上述结果均表明，中国社会代际流动并未出现阶层固化加
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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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代际流动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代际流动的核心问题是，子代经济机会的不平等
在多大程度上由其家庭决定。如果家庭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那么来自社会底层的子
代将没有积极性进行改变自身的努力，这不仅是人力资本的浪费，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随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大量普通群众通过个
人努力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跃升。但同时，经济发展伴随而来的收入不平等也极大地影响了劳动
力市场结构，那些富裕家庭的父母有能力同时也更有动力投资子代。家庭背景、公共政策、劳动力市
场及三者的互动关系共同塑造了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模式（Ｃｏｒａｋ，２０１３）。代际流动性，是“机会公
平”的重要范畴。由于出生背景是个人无法选择的，一个公平的社会就应该致力于降低家庭背景的
影响，使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
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是党和国家注
重营造机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同时，机会公平的提升也是人民群众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
重要保障。
为了考察一个社会的流动性，首先要找到衡量社会流动性的可靠指标和方法。社会学家较早尝
试按雇佣、权利关系或者生产资料拥有的多寡划分社会阶层，并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研究社会的流
动性。相较而言，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代际收入流动和代际教育流动的角度来考察代际流动性，并认
为代际收入和代际教育弹性大的社会代际流动性较差。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
教育水平是息息相关的，但由于政治经济系统的某些冲击或者错配（例如政策性补贴），这些变量有
时也表现出不一致，这可能使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结论不一致。然而，相较收入而言，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８１）认为社会学基于权利、身份或生产资料多寡的分类指标较为粗糙，也难以从量级上考察社会
的流动结构。因此，不可否认代际收入流动是代际流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在个人永久收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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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得的情况下，收入水平是衡量个体经济福利最优的指标。基于上述认识，西方发达国家较早
就建立起收入跟踪调查数据库，以Ｓｏｌｏ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更是较早建立起以永久收入估计社会
代际流动性的系统性方法（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相较而言，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跟踪调查
数据库建立较晚，且由于跟踪成本高昂，数据的维护质量并不高，这使得基于收入数据进行的代际
流动研究既缺乏可信性，也缺乏长期的趋势考察。我国学者们测得的中国代际收入弹性介于
０．２～０．８（王海港，２００５；何石军、黄桂田，２０１３；陈琳、袁志刚，２０１２；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徐晓红，２０１５），几乎涵盖了“我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到“我国是一个代际收入分配格
局严重僵化的社会”的所有结论①，而个人收入较大的波动性以及收入信息质量的失真可能是导致
学者们得出颇具争议结果的重要原因。另外，判断我国社会流动性强弱的参考对象基本上是发达
国家，忽略了不同经济体制国家在代际社会流动问题上的系统性差异。因此，基于本国代际流动
时间趋势的考察将更具现实意义。
为克服上述收入分析和阶层分析在测量我国社会代际流动性方面的不足，并试图从一个长的历
史时期考察中国社会的流动趋势和结构，本文选取ＩＳＥ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考察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ＩＳＥＩ的计算来源于Ｂｌａｕ　＆Ｄｕｃａｎ（１９６７），
根据每个职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加权计算而来。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发展了这一
指标，掀起了各国社会学家制定本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热潮。不同于社会学的非连续社会分层，
ＩＳＥＩ事实上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视角对个人的社会地位进行了量化排序，它是一个介于１６～９０的连
续型指标，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Ｂｌａｎｄｅｎ（２００９）对比了发达国家代际流动的大
量研究，发现社会学基于阶层的分析和基于永久收入的分析常常结论不一致，但基于ＩＳＥＩ的研究结
论与基于收入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当收入数据不可得或存在偏差时，用ＩＳＥＩ指标来研究社
会流动性与用永久收入来研究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在永久收入信息可得的
情况下，ＩＳＥＩ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李春玲（２００５）也基于全国的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１６１个职业的社
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一致。阳义南、连玉君
（２０１５）也用ＩＳＥＩ来分析中国的代际流动性，不过他们的分析主要基于较短的年份效应。
除上述提到的问题之外，目前学者们测得的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值大部分在０．４以上，这些结果
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阶层固化”加剧的社会。按照Ｂｌａｕ　＆ Ｄｕｃａｎ（１９６７）的逻辑，在一个工业化
和市场化还未完成的社会，代际流动性不应太低。Ｇａｌｏｒ　＆Ｔｓｉｄｄｏｎ（１９９７）也指出，在技术快速进步
的时期，家庭背景的影响会显著下降，代际流动性增强。工业化、城市化和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正是
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是加强了家庭背景的影响，还是使不同家庭
背景的子代共享了改革成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检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年
来所取得成就的重要方面。鉴于学者们对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研究的争议和不足，对中国是否是一
个阶层固化加剧的社会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第一，本文尝试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ＳＥＩ）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ＩＳＥＩ可获得性强，
不仅涵盖了城市样本，也能囊括广大的农村样本，从而有利于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当前多数基于收
入信息展开的分析只考虑父子都具有工资性收入的群体，这显然排除了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存在样
本选择偏误。农村样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转型时期，父代从事农业、子代从事非农工作的群体体
量庞大，而这一群体正体现了中国社会较强的代际流动性。此外，通过子代回忆的青少年时期父辈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而不是父辈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使得本文的测量误差进一步降低。
第二，本文选择使用ＣＧＳＳ数据库，在大样本的基础上，分出生年份群组考察中国社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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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经济学的均值回归思想，当代际弹性为０．４时，来自劣势家庭的子代摆脱父辈的影响需要１００年；如果
代际弹性为０．２，则时间缩短为５０年。一般认为，代际弹性在０．４以上的社会是流动性较差的社会。
际流动性，以期更具合理性。当前大多数基于收入信息开展的代际流动研究使用的是ＣＨＩＰＳ或
者ＣＨＮＳ数据，仅从年份效应考虑代际流动性（王海港，２００５；陈琳、袁志刚，２０１２），不仅存在样
本量少的缺陷，还忽略了不同代人不具有可比性的基本事实。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来看，学者
们主要基于出生年份群组考察代际流动性，并且最大限度地在个体的中年后期比较代际弹性
（Ｈｅｒｔｚ，２００７；Ｌｅｅ　＆Ｓｏｌｏｎ，２００９；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ａ）。本文将几轮ＣＧＳＳ调查进行混合拼接，
组成混合截面数据，利用时间的交错获得了不同出生年代子代的信息，使研究结果更接近大样本
统计特征。
第三，借助反事实分析技术，本文进一步从绝对流动性视角剖析代际流动结构特征。代际弹性
是刻画相对流动性的指标，仅从单一的代际弹性指标难以分析社会代际流动的结构状况。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ｂ）指出，代际弹性下降，既可能是底层相对变得更好，也可能是上层变得相对更差。因此，单
从一个相对指标，不足以充分刻画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状况，需要进一步剖析流动的内部结构。李
强（２０１６）通过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得的ＩＳＥＩ发现，中国社会阶层已从“倒丁字形结构”转
变为“土字形结构”。然而仍然不清楚的是，在这一结构转变过程中，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子代是仅
仅超越了自己的父辈但在同代人中的相对地位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不仅超越了父辈并在子代内部
进行了位置的互换？在代际流动充分的社会，我们有理由认为，位置互换是重要的。为了分析这一
问题，本文借鉴代内流动的研究成果，通过构建反事实序列，从绝对流动性方面考察中国社会的代际
流动性，进一步剖析中国代际流动的内在结构。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的纵
跨１０年的微观样本。ＣＧＳＳ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其对个体层面的教育、职业、收入信
息进行了全面、细致、统一的分类，是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常用数据库。ＣＧＳＳ起始于２００３年，至今
已完成了９轮调查。由于２００３和２０１１年没有本文需要的变量信息，所以本文只使用了其中的７轮
调查数据。ＣＧＳＳ的抽样覆盖了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由于ＣＧＳＳ
是截面数据，本文采用将这７轮调查进行混合拼接的方式，组成混合截面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
仅利用时间的交错获得了不同出生年代子代的信息，而且显著地增大了样本量，使得研究结果更接
近大样本统计特征。
为了构建ＩＳＥＩ，本文将每一轮的被访者确定为子代。对于提供了被访者ＩＳＥＩ的调查，本文直
接采用调查数据作为被访者ＩＳＥＩ的度量。对于没有直接提供ＩＳＥＩ的被访者，本文将被访者在调
查时点的职业ＩＳＣＯ８８代码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项
目提供的职业转换码转化为ＩＳＥＩ。ＣＦＰＳ这套转换程序不仅具有国际代表性，而且解决了国别差
异问题①。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的调查不仅询问了子代的现职，对于当前由于个人原因暂时退出劳
动力市场的个体，还询问了最近的（非农）职业和退休前的主要职业，因此，本文使用的社会地位度量
是子代当前或者曾经所能达到的最高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ＣＧＳＳ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的调查均询问了被访者１４岁（２００６年询问的是１８岁）时父亲的职业，本文也将其转化为
ＩＳＥＩ，如果已经提供了原始的ＩＳＥＩ信息，则直接采用。在ＣＧＳＳ的调查中，无论被访者当前处于什
么阶段，父代的信息都是子代１４岁时的状况，因此父代的信息不存在测量误差。表１是对本文关键
变量来源的详细说明。在剔除了正在上学的样本、职业为军人②、残疾、无应答的样本后，最终得到
的有效样本量为５４６３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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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黄国英、谢宇，２０１２：《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构建》，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ｓｓ．ｐｋｕ．
ｅｄｕ．ｃｎ／ｃｆｐｓ／ｄｏｃｓ／２０１８０９２７１３３１４０５１７１７０．ｐｄｆ。
由于军人的职业类别特殊，本文所使用的转换程序没有提供有关军人的转化代码，故将此类样本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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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关键变量来源说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社会流动变量：
　１４岁时父亲的ＩＳＥＩ √ √ √ √ √ √
　１８岁时父亲的ＩＳＥＩ √
　子代当前ＩＳＥＩ √ √ √ √ √ √ √
　子代最近ＩＳＥＩ √ √ √ √ √
户口：
　１８岁时父亲的户口 √
　出生时父亲的户口 √
　父亲当前的户口 √ √ √ √ √ √
　子代当前的户口 √ √ √ √ √ √ √
　非农户口获得时间 √ √ √ √ √ √
　非农户口获得原因 √ √ √ √ √
人口特征变量：
　子代的性别 √ √ √ √ √ √ √
　子代的年龄 √ √ √ √ √ √ √
调查省份 √ √ √ √ √ √ √
来源省份 √ √
总样本量 １０３７２　 １０１５１　 ６０００　 １１７８３　 １１７６５　 １１４３８　 １０９６８
有效样本量 ７７８８　 ８３７４　 ４５０２　 ９０６６　 ８９０４　 ８４１８　 ７５７８
　　注：“√”表示有相应的变量信息；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年数据父亲的教育信息只记录了健在的，去世的置为空；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年数据子代出生时父亲的户口信息只调查了被访者出生时间为１９５５－１９６６年的群体，其他年龄段的户口来源信息
根据子代当前户口和非农户口获得原因来推断，２００６年以外的其他调查也是采用非农户口获得信息推断；有效样本
定义为子代出生年份介于１９３１－１９８５年、父亲和子代的ＩＳＥＩ都可得且子代年龄已知的观测值。
表２　分出生年份群组样本分布（％）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样本总量 ５４６３０　 １３２６　 ２４９４　 ３３６０　 ４７５６　 ６２８２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　 １４．２６　 ２３．０８　 １８．４４　 １５．１２　 １４．２１　 １４．４９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１５．３３　 ０　 １４．３９　 １４．７９　 １５．５８　 １５．６３
ＣＧＳＳ２００８　 ８．２４　 ３．３９　 ４．４９　 ７．９８　 ７．５９　 ６．６１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１６．６　 ２０．０６　 １５．８４　 １５．３　 １５．９２　 １５．８２
ＣＧＳＳ２０１２　 １６．３　 １９．７６　 １７．５２　 １６．４９　 １６．１９　 １６．９９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　 １５．４１　 １８．４　 １５．６　 １５．２４　 １５．１２　 １５．８１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１３．８７　 １５．３１　 １３．７１　 １５．０９　 １５．３９　 １４．６６
子代性别分布
女性 ５０．４１　 ４４．３４　 ４５．７５　 ４７．５６　 ４６．５５　 ４９．０９
男性 ４９．５９　 ５５．６６　 ５４．２５　 ５２．４４　 ５３．４５　 ５０．９１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样本量 ５６５６　 ７２１１　 ７５４４　 ６６０１　 ５１４４　 ４２５６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　 １４．３６　 １５．０３　 １４．６２　 １２．８２　 １３．１　 ９．６１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１５．７９　 １６．０７　 １６．８１　 １５．０９　 １６．５　 １４．８
ＣＧＳＳ２００８　 ８．０１　 ８．２７　 ８．８８　 ９．９４　 ９．３５　 １０．４６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１７．０１　 １７．２４　 １６．６９　 １６．９７　 １６．４１　 １６．７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２　 １５．７５　 １５．９２　 １５．５５　 １６．１９　 １５．４５　 １７．３４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　 １５．１２　 １４．４１　 １３．６８　 １６．０９　 １６．１９　 １７．３９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１３．９７　 １３．０６　 １３．７７　 １２．９１　 １２．９９　 １３．６７
子代性别分布
女性 ４９．５４　 ５１．０７　 ５２．０１　 ５４．０２　 ５２．１８　 ５２．９４
男性 ５０．４６　 ４８．９３　 ４７．９９　 ４５．９８　 ４７．８２　 ４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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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子代的出生年份，以５年为一个出生年份群组进行代际流动分析，这是代际流动研究
中的常见做法（Ｌｅｅ　＆Ｓｏｌｏｎ，２００９；Ｌｅｆｒａｎｃ，２０１８）①。另外，为了保证每个出生年份群组的样本量和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生命周期性、社会经济地位可比性问题，本文剔除了出生于１９３０年以前的样
本、１９８５年以后的样本。子代包含了儿子和女儿。
表２分出生年份群组统计了子代的性别以及样本分布特征。鉴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当前许
多城镇人口其实是由农村人口转化而来。如果只根据当前户籍信息来考察城乡代际流动差异，很可
能低估农村的代际流动性。赵西亮（２０１７）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测度发现，如果将当前拥有城市户
口、但实际来自于农村的人群放回原样本，则中国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在农村地区变得与城市相当。本
文根据子代出生时或者１８岁时的户口，来对其进行城乡分类，而不是基于子代当前的户籍信息，从而较
以往基于子代当前户籍的研究更准确②。对于大部分没有询问这一信息的个体，本文采用问卷中对
被访者当前户口信息以及当前是非农户口，但是在某年以某一种方式迁移到城镇来进行识别③。
表３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全样本看，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均值为３０．１，子代均值
已经上升至３５．１６，说明经过５０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国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逐步向中高
级职业转换。李强（２０１６）认为，ＩＳＥＩ的提升源于：农民群体、操作性技术工人的减少和城市经营销售
白领的增多。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子代和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不同地区、不同户籍的人群
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非农人口高于农业户籍人口。
表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父代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 最大 均值 标准差 最小 最大
全样本 ３０．１　 １４．９４　 １６　 ９０　 ３５．１６　 １５．２２　 １６　 ９０
子代
出生
群组
３０后 ２６．３８　 １１．６６　 １６　 ８８　 ３５．５９　 １７．１７　 １６　 ８８
４０后 ２７．８２　 １２．７３　 １６　 ９０　 ３３．９８　 １６．３０　 １６　 ９０
５０后 ３０．１６　 １４．７２　 １６　 ９０　 ３２．８５　 １４．３４　 １６　 ９０
６０后 ３０．７３　 １５．５３　 １６　 ９０　 ３３．８５　 １４．０５　 １６　 ９０
７０后 ３１．３７　 １６．０２　 １６　 ９０　 ３７．６７　 １５．１８　 １６　 ９０
８０后 ３１．９５　 １５．０６　 １６　 ９０　 ４１．０８　 １５．３０　 １６　 ９０
地区
东部 ３２．６６　 １５．７９　 １６　 ９０　 ３８．９９　 １５．７４　 １６　 ９０
中部 ２８．６１　 １４．２０　 １６　 ９０　 ３２．７５　 １４．１８　 １６　 ９０
西部 ２８．０６　 １３．９０　 １６　 ９０　 ３２．３９　 １４．５５　 １６　 ９０
户籍
非农 ４１．２　 １６．９１　 １６　 ９０　 ４３．３７　 １５．１５　 １６　 ９０
农村 ２５．６７　 １１．３２　 １６　 ９０　 ３１．５８　 １３．７１　 １６　 ９０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三、分析方法
（一）代际流动趋势分析———相对流动性
经济学家用以考察代际社会流动性的常见指标是式（１）中的方程回归系数β，其中，Ｙ
ｃ
ｉ 是表征子
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Ｙｆｉ 是父代社会经济状况代理变量。由于通常采用收入的对数来衡量子代
和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此时该回归系数又被称为代际收入弹性（ＩＩＥ，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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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３年为一个组别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如果年龄组采用更长的时间区间，可能导致经历不同历史事件的个
体留在同一个样本组中，不利于代际流动的考察。在权衡样本量和子代异质性后，本文采用５年为一组。另外，本文
还考虑了重叠划分样本区间的做法，如１９３１－１９３４，１９３２－１９３５，……，结论没有变化。
基于ＣＨＩＰＳ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均存在此问题。
对于新近几轮调查中出现的“居民户口”，本文通过其迁移前居民户口的类型推断其原始户籍信息。
　 　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本文则采用ＩＳＥＩ来代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并将上述回归系数简称为ＩＲＣ（Ｉｎ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代际回归系数）。
Ｙｃｉ ＝β０＋βＹｆｉ ＋εｉ （１）
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ＩＲＣ是一个相对流动性指标（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ｂ），这一指标关注的不是
子代相对于其父代的绝对水平，而是子代在同一代人的相对位置；二是，ＩＲＣ表示父代社会经济地位
上升１％，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会上升多少，表明了一个社会向均值回归的速度（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ＩＲＣ越
大，代际流动性越差；三是，ＩＲＣ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尽管一些研究（如Ｌｅｆｇｒ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揭示了
父母经济收入本身或者收入外生冲击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因果性影响，但由于数据的限制，
目前的研究严格意义上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尽管如此，测算ＩＲＣ本身也是揭示我国代际社会流动
“黑匣子”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刻画代际流动的时间趋势，本文依赖代际回归模型（２）。在此模型
中，允许ＩＲＣ随子代出生群组变化，从而βｃ刻画了代际流动趋势：
Ｙｃｉｃ ＝β０ｃ＋βｃＹｆｉｃ＋εｉｃ （２）
另外，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是混合截面数据，即使是同一出生群组的子代，也有可能在不同的生命
周期中观测到其职业特征。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生命周期偏误，本文借鉴Ｌｅｅ　＆Ｓｏｌｏｎ（２００９）的做
法，估计如下修正了生命周期偏误的计量模型：
Ｙｃｉｃｔ ＝α＋βｃＹｆｉｃ＋ｕｔ＋ｖｃ＋ｆ（ａｇｅｉｃｔ）＋ｅｉｃｔ （３）
其中，ｕｔ是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ｖｃ 是出生群体虚拟变量。ｆ（ａｇｅｉｃｔ）是子代调查年份的年龄减
去４０后的四次项，用以消除相同出生年龄子代在不同年龄观测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根据
Ｈａｉｄｅｒ　＆Ｓｏｌｏｎ（２００６）的研究，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在４０岁时趋于稳定，此时对代际流动性的估计
偏误最小。为了消除可能的生命周期偏误，本文加入了子代年龄的高次项。具体算式为ｆ（ａｇｅｉｃｔ）
＝γ１ｔ（ａｇｅｉｃｔ－４０）＋γ２ｔ（ａｇｅｉｃｔ－４０）２＋γ３ｔ（ａｇｅｉｃｔ－４０）３＋γ４ｔ（ａｇｅｉｃｔ－４０）４。
（二）代际流动结构分解———绝对流动性
由于代际流动以相对流动研究占主导地位，但单一的代际弹性难以揭示社会经济变量变动的内
部结构。本文借鉴代内流动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从绝对流动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绝对流
动关注的是经济变量的增加或减少，或变动的绝对值，不是相对位置的变化。本文采用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
（１９９６）提出的无方向变动指数来测度代际流动性。
一种是百分比流动指数：
Ｍ（ｙ０，ｙ１）＝∑
ｎ
ｉ＝１｜ｙ
１
ｉ －ｙ０ｉ｜／∑
ｎ
ｉ＝１ｙ
０
ｉ （４）
另一种是人均流动指数：
Ｍ（ｙ０，ｙ１）＝∑
ｎ
ｉ＝１｜ｙ
１
ｉ －ｙ０ｉ｜／ｎ （５）
后文发现，这两种指数在度量时没有太大差异，因此接下来主要采用百分比流动指数。利用绝
对流动指标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对代际流动进行结构分解，以此深入考察一个社会在其社会结构变
迁中，哪些力量是主导的。
ｖａｎ　Ｋｅｒｍ（２００４）基于绝对流动指数，将总流动性分解为３个部分：交换流动（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ｒｍ）、
增长流动（ｇｒｏｗｔｈ　ｔｅｒｍ）和分散流动（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ｔｅｒｍ）。交换流动指的是由于相对位置的重排带来
的流动性，增长流动是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的流动，分散流动是再分配效应，可以理解为一个调整项。
这一分解方法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中被广泛应用（雷欣、陈继勇，２０１２；杨穗、李实，２０１７；李任玉
等，２０１７）。为了理解这一分解思想，假设一个社会中有３个家庭，其中，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为（１６，
２４，３２），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为（２３，４５，４０）。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优化，代际之间的社会经济
—４６—
地位指数均值从２４变为３６。同时不同家庭内部也发生了相对位置的变动，如第二个家庭的子代在
所有子代的位置中排到了最高。
交换流动是指在均值、方差不变的条件下由于位置互换带来的流动性改变，表现为按照子代的相
对位置对父代的观测值进行位置重排，即从（１６，２４，３２）变为（１６，３２，２４）。增长流动是指在位置不变的
前提下，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所有个体同等程度的增加或减少，这里表现为从（１６，３２，２４）变为（２４，４８，
３６）。最后在保持均值位置不变的前提下，总量在不同个体间的再分配，由（２４，４８，３６）变为（２３，４５，４０）。
因此，在分解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构造两个反事实的地位指数序列Ｅ和Ｇ，以上过程可以表述为：
ｙ０
１６
２４
烄
烆
烌
烎３２
→ Ｅ１６
３２
烄
烆
烌
烎２４
→ Ｇ２４
４８
烄
烆
烌
烎３６
→ ｙ
１
２３
４５
烄
烆
烌
烎４０
根据ｖａｎ　Ｋｅｒｍ（２００４）的分解思想，从ｙ０ 到ｙ１ 的绝对流动性可表示如下：
Ｍ（ｙ０，ｙ１）＝ Ｍ（ｙ０，Ｅ）＋［Ｍ（ｙ０，Ｇ）－Ｍ（ｙ０，Ｅ）］＋［Ｍ（ｙ０，ｙ１）－Ｍ（ｙ０，Ｇ）］ （６）
其中，Ｍ（ｙ０，Ｅ）为交换流动性，Ｍ（ｙ０，Ｇ）－ Ｍ（ｙ０，Ｅ）为增长流动性，Ｍ（ｙ０，ｙ１）－ Ｍ（ｙ０，Ｇ）为分
散流动性。增长流动性和分散流动性又合称为结构流动性。由于交换、增长、分散的顺序是任意的，
对于每个（ｙ０，ｙ１）序列，原则上共有３！＝６种分解顺序。当分解顺序不同时，各组成部分对总流动
的贡献也有所不同。为了消除分解顺序造成的影响，ｖａｎ　Ｋｅｒｍ（２００４）指出各流动的计算指数如下：
Ｍｊ（ｙ０，ｙ１）＝ １３！∑ｓｅｓ（３）Ｍ
ｊ·ｓ（ｙ０，ｙ１） （７）
其中，ｓ是６种分解顺序的集合。Ｍｊ　ｙ０，ｙ（ ）１ 实质是对６种分解顺序下的各流动计算平均值。
本文采用这一方法，先按６种计算顺序分别计算了各流动指数，然后取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趋势
利用式（２）（３）测得的中国社会代际流动趋势如表４所示。其中第（１）列是没有划分出生群组的
ＩＲＣ，为０．３１９。总体看，ＩＲＣ不在很高的水平。第（２）列为分出生群组代际流动性，没有考虑可能的
生命周期偏误，但控制了调查年份效应和出生群组固定效应。第（３）列进一步控制了年龄的影响。
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总体来看，中国社会的ＩＲＣ从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出生群组的０．４３８降至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出生
群组的０．３０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高的代际流动水平，这表明，对于本文的样本区间，即
１９３１－１９８５年出生的子代而言，社会并没有呈现固化的趋势。
第二，无论在哪个出生子代人群中，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显著地影响子代的地位获得，ＩＲＣ均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Ｂｌａｃｋ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０）指出“虽然我们都极力希望任何家庭背景的子代都拥有
相同的机会，但我们也很难构想出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父母的影响不存在！”因此，我们对代际流
动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父母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种影响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趋于
下降。本文的研究与这一逻辑一致，即在任何时期，代际继承是永恒的模式，但这一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发
生了变化：对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出生的个体，中国的代际流动性不断增强；“６０后”达到最高，“７０后”出现
下降，“８０后”又有所上升。其中，“６０后”“７０后”“８０后”的这些特点与王学龙、袁易明（２０１５）的结果一致。
第三，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衡量的生命周期偏误不大。以往对收入的研究认为人的收入水平随
着时间推移呈现先增后减的“倒 Ｕ”型趋势，因此需要在研究中控制年龄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在第
（３）列控制了年龄的影响，发现ＩＲＣ在量级上只有极小的差异，并且基本趋势不变。造成这一差异的
主可能原因是：随着个体年龄趋于退休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其收入会出现显著下滑，但个体的职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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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并没有下降，因此ＩＳＥＩ可能是衡量个体资源拥有状况的良好指标。
图１是将表１的ＩＲＣ画成了折现图，虚线表示第（３）列ＩＲＣ的９５％置信区间。从一个较长的视
角来看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本文发现，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固化的社会，而是一个代际流动性不
断增强的社会，这与采用代际收入流动性来衡量的代际社会流动结果很不一样。本文认为，造成这
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采用代际收入流动性来衡量代际社会流动的研究没有涵盖农村样本或
只强调了“留守”在农村的样本，而农村中体量庞大的农民及其后代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益最大的
群体，考察代际流动性不能忽略这样的群体。
表４　代际流动趋势：１９３１－１９８５年出生群组
（１） （２） （３）
总体
０．３１９＊＊＊
（０．００４）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０．４３８＊＊＊
（０．０３５）
０．４５０＊＊＊
（０．０３６）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０．３８４＊＊＊
（０．０２４）
０．３８７＊＊＊
（０．０２４）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０．３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３７６＊＊＊
（０．０２０）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０．３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３５３＊＊＊
（０．０１５）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０．３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３２４＊＊＊
（０．０１２）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０．３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３２０＊＊＊
（０．０１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０．２７６＊＊＊
（０．０１１）
０．２７６＊＊＊
（０．０１１）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０．３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３０２＊＊＊
（０．０１０）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０．３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３２４＊＊＊
（０．０１１）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０．３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３１７＊＊＊
（０．０１３）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０．３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３０４＊＊＊
（０．０１５）
ｙｅａｒ √ √ √
ｃｏｈｏｒｔ √ √ √
ｆ（·） √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５４６３０　 ５４６３０　 ５４６３０
Ｒ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控制了相应变量。
代际流动增强的背后是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尽管这一流动性呈现不断增
强的趋势，本文认为驱动这一现象的宏观背景并不相同。本文样本面对的环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建国至改革开放初期；二是改革开放至今。其中，“３０后”至“５０后”面对的就业和宏观环境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政治领域的大变革时期。阶级的樊篱被打破，取
而代之的是对体制身份的重视。政治领域改革使得工农群体子代更有机会向上流动，而精英群体如地
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后代则存在向下流动的风险，这使得整个社会的阶层互换变得十分频繁。
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使整个中国的经
济结构及社会职业结构总量升级是缓慢的。因此，本文认为，尽管这个时期的家庭背景作用下降，代际
流动增强，但却不是一个“好”的代际流动性。这是因为，代际流动并不是建立在大部分子代比上一代过
得更好的基础上，只是体现为“上层”变得相对更差而已。为了说明这一事实，图２按出生群组绘制了子
代ＩＳＥＩ大于等于父代ＩＳＥＩ的比例。本文发现，“６０后”之前，子代ＩＳＥＩ比父代高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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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群组ＩＲＣ（不同群组的代际流动性）
图２　子代ＩＳＥＩ高于父代ＩＳＥＩ的比例
“６０后”、“７０后”、“８０后”面对的环境则很不相同。此时，国家的发展主线转向经济建设，改革
开放使得机会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催生的教育改革使不同身份的子代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这一阶段的代际流动性，本文认为是一种“好”的代际流动性，这体现为即便在代际地位相关性
有轻度反弹的情形下，大量子代仍能从事比父代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反映了大部分人社会福祉的
增加，见图２右半部分。“６０后”就业时，正值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子女顶岗制
度”废除，因此家庭背景的作用下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背景分化加剧，在缺乏强有力的外
界干扰情况下，“７０后”的代际流动性有所减弱。但“８０后”早期出生群体面临的高等教育扩张又一
次广泛地使家庭背景的作用下降，这与王学龙、袁易明（２０１５）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二）结构分解
１．全样本结构分解。利用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１９９６）的绝对流动指数和ｖａｎ　Ｋｅｒｍ（２００４）的分解方法，
本文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数据进一步分析代际流动结构，全国层面的结果如表５所示。用百分
比流动指数和用人均流动指数虽然在量级上不同，但其揭示的代际流动结构和趋势基本一致，如图
３。因此，下文针对城乡和区域差异的研究结果只报告百分比流动指数①。从整个社会代际流动的
趋势看，对于１９３１－１９８５年出生的子代而言，总流动率呈现先降后升的特点，由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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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人均流动指数，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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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的０．４８４降至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出生群组的０．３３７，后升至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出生群组的０．４６６。
此外，可以看出，在纵跨５４年的时间历程中，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以交换流动为主，并没有一些
研究中所呈现出的阶层固化严重之说，反映出我国机会比较开放的社会结构。同时，交换流动的贡
献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增长流动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分散流动率的量级较小，经历
了先下降后趋于平稳的趋势。
表５　中国代际流动的结构分解：１９３１－１９８５年出生群组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百分比流动指数 Ｆｉｅｌｄ　＆Ｏｋ人均流动指数
出生群组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０．４８４　 ０．１７６　 ０．２１８　 ０．０９０　 １２．４８３　 ４．５１１　 ５．６１８　 ２．３５４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０．４６７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　 ０．０７４　 １２．４７８　 ５．３４９　 ５．１６６　 １．９６３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０．４２９　 ０．２１６　 ０．１５３　 ０．０５９　 １１．５８０　 ５．８５４　 ４．１３１　 １．５９５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０．３７８　 ０．２５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３　 １０．７４３　 ７．２６２　 ２．５３０　 ０．９５１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０．３４２　 ０．２８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９　 １０．１１１　 ８．３３７　 １．２１５　 ０．５６０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０．３３７　 ０．２８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１０．４００　 ８．７７０　 １．００７　 ０．６２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０．３６２　 ０．２９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１１．１５６　 ９．１８６　 １．１２４　 ０．８４５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０．３７７　 ０．２８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４　 １１．５３０　 ８．８３６　 １．６６１　 １．０３４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０．４０１　 ０．２８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８　 １２．５４１　 ８．７８３　 ２．５８１　 １．１７７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０．４５０　 ０．２７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３　 １４．１８６　 ８．６４１　 ４．４９４　 １．０５１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０．４６６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４　 ０．０３３　 １４．８８１　 ８．２７９　 ５．５５２　 １．０５０
　　
图３　代际流动的结构分解
注：左图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百分比流动指数，右图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人均流动指数。
本文认为，上述特点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特点相一致。如前分析，“６０后”之前出生的群
体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政治环境，新生的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工农阶层有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从
而交换流动性占主导，且交换流动不断上升。但受制于经济建设的滞后以及不利的宏观环境，整个
社会阶层结构仍存在大量的底层，这一时期的增长流动性是不断下降的。“６０后”群体面临更加开
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社会的改革刚刚开始，大量底层抓住机会实现了向上流动，但随着时间推移，
交换流动的幅度变得缓慢，交换流动的贡献率下降。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经济改革带动社会结
构升级，增长流动性不断上升。但由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是缓慢的，增长流动的量级较小。
２．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表６是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 Ｏｋ（１９９６）指数的城镇和农村代际流动分解结
果。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户籍的划分依据子代的来源户籍，而不是当前户籍。从表６可以看出，农村
户籍子代的代际流动模式不同于城镇。
首先，从总流动率看，对于城镇户籍子代而言，总流动性呈现出在“６０后”子代之前先下降，后趋
于缓慢上升的过程。在农村户籍子代中，对于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前出生子代，其总流动率经历了缓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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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过程，对于其后出生的子代，总流动表现出不断攀升的势头。
其次，从流动性的构成看，分散流动显然都是较小的，不过城镇户籍中分散流动波动较小，农村
户籍中分散流动波动较大，且农村的分散流动大于城镇分散流动。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交换流动和
增长流动的不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趋势看，城镇增长流动与总流动保持一致，均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农村户籍
子代中，增长流动与总流动趋势也保持一致，不过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不断攀升的势头。城镇与农村
的交换流动不同体现在：城镇交换流动性维持在高位基本稳定，但略有下降；农村交换流动性则在不
断上升后在“６５后”趋于平缓。
二是，从贡献率上看，城镇的流动性一直为交换流动性占主导，其贡献率一直在５０％以上，而农
村的流动性在１９４６年出生子代之后即由交换流动取代增长流动占据主导地位，只不过到了１９８１年
出生子代之后才又被增长流动重新夺回主导地位，但交换流动仍然占据着４０％以上的贡献率。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急剧扩大，这反映在以基尼系数等衡量
的截面不平等指数上。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截面不平等可能与代际流动呈现负向关系，并
称这一关系为“盖茨比曲线”（Ｃｏｒａｋ，２０１３）。那么，为何不断增大的截面不平等没有对我国的经济增
长造成危害并影响社会的稳定呢？本文认为，除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改革的“蛋糕”越做越大以
外，“蛋糕”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公平分配也功不可没。简言之，对于一个父代得到较少“蛋糕”的家族，
如果其子代分得了一块较大的“蛋糕”，即使截面上看起来不平等在拉大，但如果考虑两代人加总后
的所得，整个社会在不同家族的分配是比较均等的，因此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以上分析，用本文
的分解技术来诠释则可认为，交换流动在整个社会中的贡献不应太低。
表６　中国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百分比流动
城镇 农村
出生群组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０．６００　 ０．３２７　 ０．２４８　 ０．０２６　 ０．４２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２６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０．４８３　 ０．３０４　 ０．１６２　 ０．０１７　 ０．４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０　 ０．１１５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０．４４７　 ０．３１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４０６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０５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０．４０１　 ０．３３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３５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１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０．３６７　 ０．３４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１８　 ０．２０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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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户籍划分的依据是子代的来源户籍。
分城乡户籍样本来看，对于农村户籍子代而言，由于大量子代通过升学、参军、婚配、购房获得城镇
户籍，这其中尤以升学方式占主导。通过这些方式进入城镇的子代大多是农村中能力较高的子代，且
很多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典型，而本文将这一群体放回“农业户籍”人口，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农村交
换流动性不断上升的趋势。不难想象，在１９７６年恢复高考以来，农村子代也逐渐获得了与城镇子代趋
同的受教育机会，使得农村人口内部表现出“追赶”效应。农村的增长流动性和城镇的增长流动性和全
国总样本保持一致，即“６０后”子代之前（也即改革开放之前）呈现下降的趋势，之后不断增强。这与当
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改革前经济发展缓慢导致整个社会职业结构升级不足。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
会的增长流动性不断增强，在农村和城镇户籍子代中都体现出这一趋势。然而，由于本文将来自农村
的那些“高能力”子代放回了农村，使得农村的增长流动表现出更高的水平。尽管农村户籍子代内部存
在很大的交换流动性，但其平均的社会阶层都远低于城镇社会阶层，要消除城乡之间的职业阶层鸿沟，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对城镇户籍子代而言，其内部的交换流动性持续维持在主导地位，这似乎说明城
镇内部具有很高的代际流动性，然而这与诸多研究（Ｆａｎ，２０１６；陈琳，２０１５）所认为的中国城镇内部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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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较低的结论并不一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其他基于收入展开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年份效
应，即代际收入弹性随着年份推移发生的变化，这一做法使用的样本掺杂了不同时代出生的人在同一
时点上的收入信息，会导致较大的偏差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农村地区，城镇的公共支出
更高，分配更加均衡。Ｍａｙｅｒ　＆Ｌｏｐｏｏ（２００８）和李力行、周广肃（２０１４）的研究也表明，公共支出可以
降低代际弹性。所以，在城镇内部，家庭背景的作用较弱，交换流动性较大。当然，本文也看到了，尽
管城镇户籍内部交换流动占主导，但这一趋势正在逐渐下降，表明城镇内部的分化可能正在形成。
图４　中国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
注：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百分比流动指数，户籍划分依据为子代来源户籍。
３．中国代际流动的区域差异。除了考察中国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代际流动的区域差异有怎样
的特点呢？本文的研究样本有３９．７７％来自东部省份，３９．０１％来自中部地区，２１．２２％来自西部地
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ＣＧＳＳ大部分只提供了调查者当前所在省份信息，下文的区域差异是基于
当前省份信息进行考察，并没有将调查者“放回”原来的省份②。如果子代移民主要发生在跨区域之
间，如从西部、中部到东部的迁移，则本文可能低估了中西部的代际流动性；如果子代移民主要发生
在区域内部，则下文的偏误较小。表７是按照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指标分解的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流动
率。图５展示了各流动率的时间趋势图。
本文发现，从时间趋势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流动模式与全国总样本的代际流动模式
基本一致，总流动率表现出Ｕ型模式，交换流动率最大，增长流动率次之，分散流动率在西部地区波
动较大。交换流动随时间推移逐步提升，但贡献率在最近出生的子代有所下降，增长流动率和总流
动率的趋势一致。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的总流动率和交换流动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
各流动率相当。由于以上是按照被访问者当前居住省份展开的分析，所以那些从中西部地区迁移至
东部的被访者在计算代际流动率时被放在了当前居住省份。如果跨地区迁移的是一些高能力子代，
则有可能低估中西部地区的代际流动性，这与上述户籍的划分相似。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ｂ）对美国代
际流动性的研究主要基于子代的出生地，而不是当前居住地，因为子代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受出生
地家庭背景和地区教育资源影响，将子代“放回”出生地是必要的。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库只有
ＣＧＳＳ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数据可以获得子代出生省份信息，因此，本文用这两个年份的数据对代际流
动结构分解进行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如图６所示。结合图５的结果表明，基于户籍来源地的代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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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利用ＣＨＩＰＳ２００２的收入数据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时，便是利用２００２年处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体信息，
它们的年龄介于２５～６０岁之间，出生时间段为１９４２－１９７７年。
只有ＣＧＳＳ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数据发布了来源省份信息；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调查均没有来源省份信息
变量；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调查询问了被访者的来源省份信息，但未发布数据。
动趋势和基于当前居住地得出的结果相类似，从而说明前述结论是稳健的。由于数据量有限，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５年数据的分解，其波动趋势不再平滑。
表７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流动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出生群组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总流动 交换流动 增长流动 分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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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国代际流动的区域差异
数据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注：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百分比流动指数，省份为子代当前居住省份。
图６　中国代际流动的区域差异
数据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１２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注：基于Ｆｉｅｌｄｓ　＆Ｏｋ百分比流动指数，省份为子代来源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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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尽管当前对“富二代”“官二代”的议论不断，但单从个别现象推断中国是一个阶层固化加剧的社
会显然还为时过早。本文用更具代表性的全国性样本，在消除样本选择和估计偏误的基础上，从一
个长的历史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通过对父代子代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ＳＥＩ）变
动的分析后，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从相对流动性看，中国的社会代际流动性总体趋势在增强。尽管在各个时期，家庭背景都
显著影响子代的地位获得，但从时间趋势看，家庭背景在决定子代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在逐渐减弱。
我国的代际流动模式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逻辑，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家庭背景等先赋因
素作用减弱，社会流动性增强。
第二，从绝对流动性看，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呈现Ｕ型趋势。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代际总
流动率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后，总流动率不断增强。对这一绝对流动的分解表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以
交换流动为主。这表明，对于１９３１－１９８５年出生的子代而言，优势家庭背景子代并非很容易就能一直
保持其优势地位，劣势家庭背景子代也存在一定机会的“逆袭”，但不同时间段存在不同的特征。“６０
后”之前，交换流动增强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导致，体现为中上层的“下沉”，并伴随着增长流动性的下降；
１９６０年之后，交换流动增强主要由经济原因导致，体现为中下层的“逆袭”，并伴随着增长流动的上升。
第三，城乡之间的代际流动性呈现出异质性，这主要体现在交换流动和增长流动的不同。城镇
户籍子代的总流动和增长流动均呈现先下降后逐渐平稳的趋势；农村户籍子代的总流动和增长流动
则呈现先下降后不断攀升的趋势。这表明，中国社会整体代际流动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攀升主要是
由农村户籍子代的增长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农民后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起到了毋庸置疑的
作用。但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代际流动的发生均主要由交换流动主导，这表明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下层样本其实并不缺乏“逆袭”的机会。此外，研究也表明，代际流动趋势和
结构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在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大量普通民众实现了阶层的流动，
显著提升了经济社会的活力，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我国社会并未表现出
阶层固化加剧的倾向。因此，未来进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带动职业结构升级是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必要举措，也是我国贯彻和实现新发展理念
的重要方面。当然，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父母对投资子代教育的重视，中国是否存在阶层
固化加剧的风险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也是未来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需要时刻警惕的重要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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